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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对养蜂业的倡导与监管

———基于１９１４－１９３７年资料的分析

王　晨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　我国养蜂的历史悠久,但一直发展缓慢.养蜂业兴起于清末民初,发展至今,曾被中国政府及民间

人士视为复兴农业和致富的重要手段.但因诸多问题,养蜂业一度陷入困境而一蹶不振,官方机构虽然出台相

应政策,加强了对蜂业的倡导及监管,使其出现了局部复苏,但因介入程度较浅及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直至新中

国成立前,我国蜂业仍未摆脱衰败状况.结合民国时期养蜂业历史及农业经济学等相关思想,提出当今蜂业发

展一定要加强政府监管力度,提高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参与程度,提高技术水平、广开销路、构建合理的现代化生

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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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业,即养蜂业,是以人工饲养蜜蜂获得蜜蜂产

物的农业生产部门,也是农村副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蜂业历史悠久,但自近代才开始被人们所重视,
其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和巨大经济效益在农村产生了

巨大反响,它的发展轨迹是我国近代农业社会和农

业经济发展趋势的侧面反映.民国初期,已有多部

国人研究蜂业及转译外国学术成果的相关著作问

世,如贺子固的«蜂具学»,张品南的«实验养蜂历»等
等,这些文章从基础养蜂学、蜂具选取、养蜂日程规

划等方面做了分类研究,并且在我国古代养蜂经验

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蜂类疾病、蜂业保护、产品保

存、中国蜂改良等新问题,代表了民国蜂业研究的最

高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蜂业研究进入新时期,一些民国

时期的养蜂人才仍活跃在研究一线,但其重点主要

集中于养蜂技术、蜂群管理等方面.进入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受到农业史研究系统化、分类化的影响,作
为民国农村副业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养蜂史开始被

学者所关注,在进行总体研究外,学术重点开始转向

地区性和个案研究,产生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学术成

果.如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部编写的«中国农业

百科全书􀅰养蜂卷»,王华夫等撰写的«中国蜂业简

史»,均为其中代表之作.经过不懈努力,学界对于

近代以来的中国蜂业情况已有初步的,较为完整的

考证,但其研究仍然集中于对养蜂技术和蜂业发展

情况的梳理和描述,而对于相关从业人员在蜂业发

展中的作用,国家行政力量对于蜂业的介入,政策实

施的实际情况、蜂业衰落的根本原因等问题涉及较

少.而这恰恰是蜂业与国家,地方社会互动的一个

重要层面,也是能够为当今农村副业发展提供借鉴

的重要例证.
民国时期蜂业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蜂业盛

极一时后骤然而衰的原因是什么? 政府对于该情况

采取了怎样的措施? 受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影响,国
家应对外来物种的农业管理措施和理念进行了怎样

的调整与嬗变? 该举措是否扭转了蜂业的下滑走

向? 对此当今农村副业发展状况,民国蜂业的发展

经验能够给予我们怎样的启示? 立足于上述问题,
本文对于民国时期,尤其是２０世纪２０至３０年代盛

极一时的养蜂业进行探讨.蜂业在民国的兴衰不仅

是该时期的政府、社会人士及广大农民为发展生产,
走向富裕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２０世纪以来整体经

济及农业形势在基层的微观反映.改革开放后,国
家推行的诸多富民政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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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知识的普及,使得副业在农民生活来源中所占比

例进一步上升,甚至在基层农民出现了专以从事副

业为主的专业性群体.但民国时期蜂业发展中所出

现的一些问题,如对于相关行业的非理性选择及跟

风,从业者过度迷信进口品种,地方农业部门的管控

不力,从业者贩卖种群,忽视其产品,舍本逐末等情

况,时至今日仍然存在.这些问题对我国副业的进

一步发展构成了巨大阻碍,也使得重新探讨民国时

期同类问题的相关探讨变得更加紧迫而重要,而某

些基于旧有政治经济体制下的问题解决途径,也是

对于当今政策制定及推行的良好借鉴.

　　一、清末民初以来的我国蜂业发展
概况

　　清末民初时期,我国养蜂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根
据其发展样态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以下４个时期.

萌发期:清朝末年,已经有人将西方先进的养蜂

专业书籍翻译出版,«万国公报»«农学报»等早期农

业刊物也开始有相关论著出现.甲午战争使我国失

去了台湾这一重大的糖类生产地,而后我国的糖类

供应只能依赖从荷兰、日本等国家的进口,蜂糖是蔗

糖的一种理想替代品,为了探索农民致富新出路,复
兴发展农村经济,同时挽救利权,创造新的外贸增长

点,养蜂开始进入大众视野.这一时期的养蜂业虽

然没有完全摆脱在传统农村生产结构中的旧有形

象,一些有识之士的论证及引介,却为下一阶段的实

践进行了理论铺垫.
探索期:１９１４年,天津农事试验场即向日本购

买引进了意大利蜂,以张伯恒为代表的数位养蜂家

在北方随即开始了专业化经营.而南方最早引入外

来蜂种的地区为福建省闽侯县,以此为契机,华绎

之、张品南等人也成为南方养蜂业的翘楚.在自身

致富之余,他们还通过创办各种养蜂刊物,在公共媒

体上登载各种论说文章、广告及下乡公开演讲等方

式积极传播养蜂知识技术.随着其影响逐渐深入基

层,其不懈努力得到了政府及民众的积极响应,养蜂

从业者群体开始初步形成.
高峰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是生产关系的一

次变革,由此带来的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使更

多人能够安心投身于新兴产业,同时,政权更迭产生

的大批中下层离职公务员,也开始积极参与养蜂事

业.他们大多都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思想开明,
并且也有着一定的资本积累.上述两类人群与某些

致力于寻找致富新手段的地方士绅和农民一起构成

了养蜂主要的从业者.同时,因入门简单,场地设施

要求低,产量高,获利较高,养蜂业在２０年代末期开

始了高速发展,并形成华北和江浙两大重点区域.
截至１９３１年,作为北方养蜂业代表地区的河北省引

进外国蜂群数(主要是意大利蜂)已达１０８０９１群,
产蜜量为８７５３２５kg,产腊数为６２１０１．５kg[１].外

来蜂种基本和本地蜂种处于同一地位.在江浙地

区,出现了戚秀甫、大生、华绎之、青青、亚洲等将近

２０多个养蜂场.其中较大的１４家,蜂群计有２７３０
群,包括场地、制造厂及一切设备在内资本总计在

１５万元以上[２].
衰落期:进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全国的养蜂

业,出现了濒临破产的局面,河北地区表现尤为明

显.１９３３年,河北省内蜂群数为２８８２９群,比１９３０
年的 １０ 万 多 群 下 降 了 近 三 分 之 二,产 蜜 量 为

５３５０６．５kg,与之前的８０余万kg的产量更不能相

比[３].而在民国政府介入后,该情况有了局部好转,
而此后的多次战乱,使养蜂业再次遭到沉重打击,也
断送了其复兴的可能性.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其一

直处于萧条状态.

　　二、民国蜂业衰落的原因

　　１．养蜂市场投机

随着养蜂热潮的持续升温,一些原本从事其他

行业的人见有利可图,也逐渐参与进来.河北省隆

平镇属于平汉线的重要站点,原本是煤业兴盛之地,
但在连年战乱后,交通阻塞,煤业也随之衰落,许多

人改为从事养蜂业,育德、广益院、同盛和、德兴和等

蜂场出现,同仁蜂场还“呈请临城县政府备案,在本

站组织宏仁养蜂传习所”,该镇车站之蜂业,“大有一

日千里之势头”[４].养蜂从业人群的复杂及对利益

的过度追求,在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条件下,使养蜂

投机现象在蜂业发展早期已有体现,１９１７年,张伯

衡在北京创建兴农养蜂场,带动了周边蜂业发展,当
时各养蜂户均为有钱有势之家,他们“互相交集,大
造成争购声势,驾驭养蜂市场,进而招摇中下层人

士,纷纷争购蜂群”.蜂价从最初的一箱１０多元、

２０~３０元,涨到后来的７０~８０甚至１００元不等,甚
至有人卖出了２００银元的高价,老蜂王也被人以

９元价格抢购而去,且卖家对卖出后质量的问题概

不负责.这种风潮与随后的养兔业被时人形象的称

为“扬风炸毛”,当时民谣也曾唱到“拿钱买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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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咬我中华(花)蜇人疼”[５].１９２７年后,投机现象

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在日本售价为５~６
日元的一群蜂,到中国可卖到十几元,到蜂业最兴盛

之时,已涨到８０余元.在进行分封后,每群(实际不

到三箱)蜂售价也在４０余元左右,单只蜂售价竟达

到了２~３分钱.当时贩卖蜜蜂的人,一般可得到市

价的３倍利润,养蜂大热也带动了蜂业相关商品的

价格上涨,时人写到“一脾老子,可值１０元,一张巢

脾,可价３元,尚不可多得,由于新法养蜂之需用巢

础等,侠山所产之黄蜡,(中蜂土法)所产,由４~５角

一斤,而涨至２元.”[６].蜂群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上,
会自然产生分封(再分群)现象,若以人工适当加以

干预,将会起到良好效果.蜂商因贩蜂重利,均采用

以糖喂蜂的办法来人为的促进蜂群过度分封,这导

致产蜜量减少.８万只工蜂若合于一箱,则可产蜜

百磅,若分为４箱,每箱为２万只,群数虽多,产蜜很

少.这种普遍做法使市面上常见的太古食糖价格相

应的上涨了１/３,虽然不能完全将其归结为贩蜂者,
但喂养蜂群的确成为了糖类一大销路.北平、天津、
保定、济南等地区,均出现了大量的养蜂场及养蜂学

校,昔日的棺材铺,成了出售蜂具的商店,昔日的宝

石店、鲜货行,也改行卖起了蜜蜂.更有甚者“北平

城内,夏日卖西瓜者,因有无数蜜蜂来采瓜汁,乃收

入瓶中,出售５分钱一瓶.”[６]

２．蜂业纠纷及盗蜂现象扰乱养蜂业

民国时期,产生蜂业纠纷的动因主要为两种.
首先,转地饲养是养蜂的一种常用办法,在每年乡间

春夏油菜花、蓖麻等蜜源植物盛开之时,蜂场即将蜂

群带至,进行类似牛羊放牧的采蜜活动,这就使养蜂

者与乡民矛盾日渐增多.蜜蜂属于农村新兴产业,
人们认知度低,同时蜜蜂攻击性较强,自古以来被视

为危险物种,容易造成心理恐慌.科技意识的淡薄

使农民普遍认为之所以农作物收成不多,均是由蜜

蜂吸食花粉所致,受个体特质不同的影响,其反应也

不尽相同.有敢怒不敢言者,有向该场要求迁移者,
有运动联名起诉者,有暗下毒物者,虽手法不一,但
都代表了农民对养蜂的强烈抵触.另外一种则为养

蜂地区内的不良分子和一些饲养土蜂者,觊觎和嫉

妒蜂业厚利,企图从中获取非法收入,他们或煽动农

民闹事,或寻衅滋事,巧取豪夺,给蜂业从业者的信

心以重大打击.各先进养蜂国家在蜂业兴盛之初,
也都出现过排斥蜜蜂现象,在中国则表现得更加明

显,乡民动辄千人聚集抵制养蜂的事件时有发生.

在湖南长沙东乡黄狮渡口,当地团总田运楼率领一

百余人,借口蜂害禾花,包围條情养蜂场,推倒围墙

破门而出,用梭镖威胁该场工人,并将所有蜂巢,悉
数捣毁,造成损失３０００余元[７].在河北,１９２９年７
月１２日,平西三家店兄弟蜂场因宛平县县属衙门口

荞麦花盛开,将蜂群转地饲养.村人因无知,认为蜜

蜂危害禾稼,在交涉不成后,竟邀集千余人逼迫场主

封锁蜂巢口,否则将诉诸武力解决,场员无力抵抗,
只得屈从,造成该场蜂群几乎全灭,多年辛苦毁于一

旦.更有甚者,１９２９年春季,华绎之蜂场用船运载

蜜蜂,沿松江转地饲养,遭到乡民聚集反对,不仅将

蜂船烧毁,造成７００余群蜜蜂损失(合总数１２０００
元),还打死地保一名,构成了人员伤亡[８].浙江平

湖县是周边蜂场集中的放蜂地点,１９３０年平园蜂场

在当地庙桥镇进行例行放蜂,当地农民以蜜蜂有害

作物为由加以阻止,蜂场无奈,只好转向同县冯家宅

基继续作业.该地农技指导人员缺乏相应知识,也
认为蜜蜂会吸食水稻汁液,这进一步加剧了当地人

的紧张情绪,他们上诉至当地县府,县长在咨询过当

地治虫委员后,也得出了错误结论,他随即派大量军

警对放蜂加以阻挠,并将其装船运走.政府缺乏事

实考证下的草率从事,也引发了周边虎啸桥地区的

民变,数百名乡民将可园蜂场的放蜂地重重包围,不
仅将提供场地者殴伤,还放火焚烧蜂群,所幸消防人

员及时赶到,在全力扑救下未造成严重后果.除与

养蜂人士直接冲突外,某些地区出现了乡民用偷盗

的手段来牟利的现象.在博野县,当地提倡养蜂,成
绩卓然,全省总蜂群数达到五千余群,而当地妄图捕

蜂得利之人“日多一日”,他们“或以铁丝纱捕获于道

路之旁,或设空蜂箱诱引于田禾之内,或以长圆洋铁

桶捉获于花穗之上,每得蜂一框,即贱价出售”.在

盗蜂事件频发同时,如持械抢劫等恶性刑事案件也

层出不穷.１９３０年８月２０日夜,河北高家庄刘姓

蜂场,“突来持大枪盒枪匪十余人”,该场虽也购置了

枪械,但因寡不敌众,仍被“掠原群蜂８箱而去”[９],
不得已只能用锁链固定蜂箱,避免更大损失.种种

情事使得养蜂人士戒心大起,不能专心从业,也为蜂

业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３．蜂种的非正常进口导致蜂群质量低

和猪种、鸡种改良不同,中国本地蜂种与意大利

蜂并不相容,中蜂蜂王的特性是不和别种交配,加之

改良周期较长,效果不佳等原因,我国蜂群改良偏重

于直接进口.意大利蜂虽原产于欧洲,受运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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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关系、资金和生产量等因素限制,我国多从近邻

日本进口蜂种.根据日本驻津总领事馆对外务省的

报告,截至八月底(八月份后输入甚少),输入中国蜂

群为６８０００箱(来源于邮船会社,而海关统计数据

为１１０００箱),是１９２９年的８８００箱的８倍之多,比

１９２８年的３００箱多了２２７倍,以每５框群１２日元

计,贸易额已达到１３２万日元,约合２８５万银元.购

买者主要为中日两国人,中国人约占６成,日本人约

占４成,而购进方法则分为由当地日本商人经手买

进、派人至日本购买直接输入、由大阪方面委托购进

三种[１０].据天津海关报告,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两年来蜂

群进口“统计２０余万件之多,每件约计２群,数在

４千万群以上,每群平均按国币５０元计,则输入金

钱不下数千万元.”[１１]由于缺乏检疫手段和监管,许
多进口蜂种质量低劣不堪,日本人自己都承认“今年

由日本输入天津方面的蜂群有７万５、６千群之多

(其实有１１万群),但据我所见,其中完全够越冬资

格的尚不足半数．．．．．．不意天津方面做进口的日商竟

有多数(就说他是全体也不为过)连养蜂概念都没

有.”[１０]客观来说,日人并非有意售卖低劣蜂种,实
是中国蜂业需求的猛增使日本本土产能捉襟见肘,
而其带来的巨大利润使日人只能尽力生产而忽略品

质好坏.在国内在无法满足出口需求之时,一些日

本商人甚至远赴俄国采购种蜂,该蜂为高加索种蜂

与欧洲黑蜂的杂交品种,虽耐严寒,但并不与中国一

些相对温暖地区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实际生产效果

与日蜂类似.另外,日人为维护本国蜂业发展,并不

允许国外输入及本国育成的良种出口,中国从日本

进口的蜂种,大多是已被淘汰的或者是经过数代杂

交的劣质品种,即便有些蜂种产自日本著名蜂场野

园,也大多是其临时向四乡收买后的贴牌产品.到

后期,该情况愈演愈烈,由大连、青岛口岸入口的日

本蜂群也出现了相同状况,并波及整个华北地区.
我国南方养蜂者对日蜂的危害认识较早,他们多选

择直接向设立于美国俄亥俄的鲁特公司购入蜂种,
个别不具备相关条件的蜂场,其蜂种一般来源于国

内信誉较好的大型蜂场.如戚秀甫蜂场,为蜂业健

康发展起见,以“取精密主义留种取其纯良,而不稍

假借,期达提倡之意旨”,始终将蜂群数量保持在五

十群以内,其蜂种“已散布国内各大蜂场矣”[２].南

方气候较北方较为温暖,由于蜂病导致的弱小蜂群

难以过冬的问题并不明显,因而低劣蜂种给南方蜂

业带来的危害极为有限.蜂群传染病是蜂业大敌,

早在１９０４年,英国全国蜂群就因此损失了２０多万

箱,折合市价约为１４００万元.日蜂的主要疫病为

美洲幼虫腐臭病,在我国养蜂先驱黄子固于１９４７年

１月用磺胺嘧啶制成特效药“幼虫片”之前,它一直

被称为“蜂业中最毒害之疾病.”该病由幼虫芽孢杆

菌引起,传染力强,死亡率高,且潜伏期可达十余年.
养蜂者对于该病,无不“谈虎色变”[１２].

４．蜂税繁重影响养蜂积极性

由于我国蜜蜂大多为进口,在运输方面,除了本

身的交通费用,还要缴纳运送税、营业税.此外,对
于蜂业产品,政府还征收了蜜税和蜡税等消费税.
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一定的市场杠杆作用,但也使一

些参与养蜂但缺乏资本的广大农民的养蜂成本大大

增加,提高了从业门槛.花样繁多的税种也使一些

养蜂者不堪重负,客观上增加了其经营蜂业的风险.
河北省对于向内地运输蜂群,各货捐局均有课税,甚
至在城郊运入城中时以群数为单位收税.而北京地

区则对城内城外运输蜂群均征收双向费用,每群税

额达到了５角.而在省财政厅已通令免税的情况

下,以楚电文等人为首的北京市民呈请政府蜂业捐

稽征所,要求将税率以蜂群数分为五等,收取１~４元

不等的税款.政府本应对此无理要求加以驳斥,但
其为重利所诱,竟将此提案提交市政会议加以讨论,
大有重启征税之意,后不得不在蜂业人士的反对下

作罢.在蜂业勃兴时,政府征收的大量税款并没有

反哺于蜂业本身,如推广美棉一般,采用购买良种免

费下发的方式进行推广的方式从未在养蜂业中出

现.而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品种试验中,国家也

并未投入资金.在蜂业陷入危机之时,个别地方政

府仍坚持收税.１９３１年,北平代征营业税经理处致

函华北养蜂协会,令其上报营业额进行纳税,“勿得

分文未收,希图规避”[１３],其计税范围也扩大到了蜂

场蜂具蜂群等一切关于养蜂类的动产、不动产.

　　三、提倡与监管:政府解决蜂业危机
的尝试

　　１．对蜂业的直接提倡和推广

在蜂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提倡引导作用不容

忽视.北洋政府时期,政局动荡,内忧外患,并无长

期进行农业改良剂物种引进的客观条件.而南京国

民政府在较为明确的思想下,推行了较为得当的改

良政策.国民党精神领袖孙中山在代表作«三民主

义»一书中,对改良发展中国农业提出了８种主要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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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其中换种问题,为“像一块地方,今年种这种植

物,明年种别种植物;或者是种一样的植物,今年是

种广东的种子,明年便种湖南的种子,后年便种四川

的种子.”其好处在于“种子落在新土壤,生于新空

气,强壮必加,结实必夥”.[１４]孙中山的思想在提出

之时,受国内政治形势影响,难以实现,并且也缺乏

科学性,但不失为一种理论创新.民国成立后,政府

开始将其作为农业的一项主要指导思想,在实践中

将换种的范围扩大至外来优质物种,为农业发展提

供了新的动力.从中央政府来看,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５
日和１９３０年４月６日,农矿部分别颁布了«农产奖

励条例»及«农产奖励条例实施细则»,在１９３７年被

更加完备的«各省市奖励农产通则»取代之前,此两

项法规是中央农业政策的典型代表.其中明确规

定,农民改良蜜蜂在５０箱以上即可向当地农业机构

进行申报,经地方转呈农矿厅核实后,可获取奖金、
奖章或者奖状等奖励,这大大激发了地方民众改良

农产的积极性.在地方上,河北省平原面积广,西北

峰峦耸峙,草木丛生,东南田园广阔,植物繁茂,是养

蜂的绝佳地区.河北省农矿厅于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间

令肃宁、南皮、玉田等１０余县的农事部门对蜂业加

以重视,并且提倡意蜂饲养[１５].河北实业厅第一次

农业会议也曾提出类似议题,“近年养蜂都重在繁

殖蜂群,现拟添黄蜂一群,与中国蜂群比较试养,
注重采蜜.”[１６]河北省建设厅更编印养蜂浅说,令
各县“根据是项浅说,多方劝导,派员巡行讲演,务
收实行 推 广 之 益,并 仰 将 办 理 情 形 随 时 具 备 备

查.”[１７]

２．出台相应的行业规范及保护措施

政府在牵头提倡蜂业的同时,也在通过多种手

段履行政府职责,强化对蜂业的规范和管理.在法

律层面,针对蜂业纠纷导致的刑事和民事案件,全国

各地应对的方法不一,如前文提到的湖南养蜂纠纷,
长沙地方法院最终判决“田云楼唆使毁坏其他人所

有物,处罚金１００元􀆺􀆺附带民事诉讼,移送本源民

事庭审判.”[７]惩罚措施虽无法同蜂场巨大损失相

比,但也为蜂业纠纷提供了一种实际操作范例.在

山西省,也针对养蜂纠纷出台了维护蜂业办法,其中

第九条规定“各县无知农民如有对于饲养蜜蜂,群起

反对时,县政府应详细解释之,如不受解释时,法办

之,如或养蜂者受损失,令其赔偿之.”[１８]该规定又

从法理上为国家决策提供了参考.在浙江,省建设

厅在接到江浙养蜂协会呈文后,饬令各县在蜂群到

境时,发布公告,切实保护,并要求各养蜂场在转地

饲养前,将管理人姓名,随行人数及预备经过地点报

备该地政府,对政府、养蜂者的行为进行规范.松江

焚蜂案发生后,该地农矿厅发布通令,对于养蜂的必

要性及蜂蜜的益处给予了科学解释,命各县“将养蜂

利益剀切布告,无令乡民再生误会,呈为至要等因,
并准华氏农学会函同前由,准此,除函复并分行外,
合行令仰该县政府,遵即布告周知,并饬属一体保护

为要.”[１９]针对三家店事件,河北省农矿厅和河北省

建设厅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１日联合发布训令,在事实

属实的前提下,命“宛平县查明惩办暨保护外合亟令

仰该县知照,并出示晓谕人民,嗣后过有转地饲养蜂

群情事,应即切实保护以重蜂业.”[２０]本训令的发

布,距事件发生仅有３个多月,这说明政府部门对事

件的反映是较为迅速的.此后,河北省农矿厅又数

次发布批文、训令,重申其保护蜂业的决心.农矿厅

根据地方呈报,令博野县“迅予出示保护严禁偷盗,
是为至要.”

而在蜂种方面,针对低劣日蜂泛滥,政府也有所

行动,南京济农蜂社首先给农矿部上书,禁止输入成

群或者带有巢脾的蜜蜂,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仍是

相当宝贵的意见.农矿部随即发布７４２号批示,请
财政部通令各海关,“遇有输入外国蜂种到关时,即
通知农产物检查所前往检验.”而后实业部又发布了

更为详尽的«蜜蜂进口检验规程»,规定“进口蜂王及

巢脾须进口３日前呈报,待通过传染病菌及危险性

病虫害检测合格后方能引进.”[２１]它与«蜂种制造取

缔规则»一样,对蜂业的影响深远[２２].１９３０年９月

１３日,河北省农矿厅对易县蜂业协会齐式陶等人有

关日蜂输入的呈请予以回应,称“本厅现正筹拟办

法,仰即知照”[２３].此后,河北政府指令天津海关对

进口蜂群进行严查,商人只有在报关时提交原产国

对于蜂群来路保证书的前提下,才被允许将蜂群运

入内地.对比其他省的情况,湖南,山西在发布的省

级的蜂业保护办法中均涉及了养蜂人士关心的蜂业

场址限制,传染病防治,蜂种和蜂价的限定等问题,
条目清晰详尽,操作性强.而河北省发布的蜂业法

令却显得相对零散,并未形成完整体系.对此,地方

人士呈请政府通令各县嗣后“关于妨害蜂业案件从

重处罚,并优予提奖􀆺􀆺召集蜂业会议以指定各项

法规,藉兹策进”.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５日,农矿厅对此

要求发布批示,称该厅“现正筹拟保护蜂业办法,所
请召集各县蜂业代表大会,详定方案等情,应从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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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仰即知照.”[２４]在经济层面,政府主要采用了税

收和官方定价等手段.随着民间免税呼声的高涨,
各养蜂场借由新城县长李成章向进口蜜蜂重要港口

所在地的天津统税局提出免收蜂业运送税要求.在

此以前,北平政治分会已决议通过华北养蜂协会下

属西山养蜂场的免税要求,并责成北平监督署依案

办理.１９３０年１月９日,在省政府第８０２４号训令

的基础上,河北省农矿厅发布第四号训令,命各县所

属的税捐局卡按之前成例,一体豁免蜂业运税[２５].

１９３１年３月７日,河北省农矿厅根据青县等处蜂场

的反映,呈请中央实业部采取提高蜂群进口税,设立

平价部等方法来遏制过多蜂群输入给本国蜂群运销

带来的利权外溢,盲目引进的现象[２６].而浙江无锡

县政府则发布公告,对铁路运输方面的运输税进行

了不同层次的减免.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或松或

紧的税收政策,说明政府对于税收这一市场调节杠

杆的运用比较灵活.在技术层面,河北省实业厅提

议省立各农事试验场就现有蜂群进行采蜜试验,来
证实过多蜂群的涌入导致的蜜源缺乏情况及养蜂采

蜜的收益,为其后来的限制张本政策做了科学参考.
河北新城县建设局于１９２９年报送省政府,请求通令

各县继续购买蜂群,但据估计该地次年养蜂数将突

破３万群,地方政府不考虑区域内蜜源丰薄,盲目提

倡扩大饲养规模的现象引起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注

意.省实业厅针对这一普遍现象,除转令各县购买

外,还要求各地区 “详细调查,据实呈复,以凭查

核.”[２７]１９３１年,河北农矿厅向蜂业投机现象比较

严重的良乡、新城、定县等县发布训令,命其限制分

封行为,杜绝病蜂之弊,提倡酿蜜生产.一系列的政

策有效遏制了蜂业从业者盲目引进外国低劣蜂种的

行为,有利于蜂业的有序健康发展.

３．与民间组织积极互动协作

政府所推动的养蜂事业,由于在引进品种中过

于迷信意大利蜂,在推行上缺乏必要的组织,专业人

士及从业者较为缺乏.１９２９年４月,著名养蜂家黄

子固、曾仙舟等人成立华北养蜂协会,由金开华(字
朴庵)担任会长.其宗旨是推动华北蜂业健康科学

发展,河北省是其主要研究和活动地区.协会刊物

«华北养蜂月刊»、«中国养蜂月刊»曾发表了«饲养中

蜂和意大利蜂之我见»、«饲养中国蜂之商榷»、«中蜂

与意大利蜂之比较»等一大批探讨蜂种引进文章.
李俊、曾仙舟等数位养蜂家还曾著有«最新养蜂学»、
«养蜂实务志»、«蜂王养成法»数本通俗易通,操作性

强的专业书籍[２８].此刊物提倡用白话文写作,向全

国养蜂人士征集稿件,集科学性、通俗性及实用性为

一体,该刊的重大影响力受到了河北政府相关部门

的关注.１９２９年７月１日,河北省建设厅向各县建

设局,河北农事第１、２、３、４号试验场,河北女子蚕桑

师范讲习所发布第１２７１号训令,称“据华北养蜂协

会呈称,现刊有华北养蜂月刊一种,请通令各县购以

资提倡等情”,且其“内容丰富,足资取法,全年十二

册连同邮资仅售１元７角,定价亦廉”,令“各该局、
场、所、似应订购一份以供参考,除分行外,合行检

同,该会首期月刊１册,令仰该局、场、所酌量订购,
具报可也.”[２９]这说明该刊物开始具有半官方性质,
也体现了农事部门对华北养蜂协会相关研究工作的

重视.呈文是政府与民间组织联系的主要手段,该
协会 积 极 利 用 呈 文,为 重 振 河 北 养 蜂 业 建 言 献

策[３０],虽然某些倡议未得到政府正面或者较为积极

的回应,但政府也通过其呈文,来了解养蜂业的一线

情况,以其作为参考,发布了一些关于蜂业的重要的

法律法规.实践方面,黄子固、李玉衡等人筹办养蜂

场,科学养蜂,起到了突出的示范带动作用.协会所

属的西山、达仁、民生、兴农园等由于经营蜂业成绩

斐然,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河北省农矿厅向上述蜂场

发布公函,请其“将蜂种、蜂具、蜜蜡、标本、模型、图
说、影片等项检送过厅,分别陈列用,备人民参观时,
详为解释指导,并介绍购买,以便提倡”[３１].这说明

地方农业部门并没有拘泥于国有农场的繁育成绩,
而是积极主动的向民间组织吸取先进经验,以求共

同推动蜂业发展.１９３０年８月１日成立的江浙养

蜂协会是南方养蜂业界代表性组织,它由立达学院,
可园等蜂场发起,其会员蜂场遍及了上海、南京、杭
州、松江、绍兴、余姚等南方重点养蜂地区.成立伊

始,该会即呈请政府进行备案,并通过了与政府就蜂

税,蜂业保护,蜂种进口等多种问题进行协商和交涉

的议案.该会在日后政府对蜂业问题的处理过程

中,极其活跃,俨然已成为南方乃至全国蜂业从业者

的代言人.同时,它沟通了政府、蜂场从业者及一般

养蜂农户,是官方了解和掌握行业相关动态的窗口,
在历次事件中,政府给予各地养蜂协会、中华农学

会、中国昆虫协会等民间组织了极大信任,或将其作

为民间智库,对其意见和建议进行参考,或直接通过

其了解实际情况,一些新出台的政令也先被下达给

该会,再由其向下层层传达.民国政府通过与民间

组织合作,使其客观上成为了官方指导下的,类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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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会性质的团体,不但加强了与民间人士的联系,
也是农业管理制度上的一次大胆探索与创新.

　　四、民国蜂业的现实意义

　　自华北蜂业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出现大破产局

面后,虽在局部有了复兴迹象,但整体趋势仍然是一

落千丈,有人将其描述为“凡营斯业者由盈余而转亏

本,甚至焦头烂额,不可收拾! 安分者缩小范围,抱
定保守,投机者偃旗息鼓,不敢狂吠;以至引起局外

人异口同声的轻视蜂业”[３２].原来在报刊上随处看

见的蜂场广告,都随着行业破产而销声匿迹.当时

北京城许多随处可见的垃圾桶,原本都是养蜂用的

蜂具.种种现象这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农村副

业乃至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局面,政府虽采取了一

定政策,来企图挽救和复兴蜂业,但存在民国时期蜂

业发展中的一些固有问题,使这些努力产生的效果

无甚明显,也决定了蜂业在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的

命运.首先,蜂业是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其健康有

序的发展有赖于特定氛围的营造,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蜂业的破产,客观使蜂价大幅下跌,政府养蜂政策的

规范化和制度化和养蜂家的不懈努力,使得相关人

士看到了蜂业复兴的希望,但华北事变、抗日战争等

一系列外部大环境的变化,使这种趋势戛然而止.
战争给蜂业带来的危害是毁灭性的,“九一八事变”
带来的紧张局势使河北迁安县养蜂者在准备越冬之

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得已抛下蜂群回乡避

祸[３３],在１９３３年长城抗战中,长城沿线马兰峪张玉

之蜂场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毁[３４],抗战爆发,日军推

行的“三光”政策基本断绝了蜂业发展的可能性,养
蜂者有的辍业,有的弃蜂从戎,有的携蜂辗转山野,
仅存一小部分在敌人的铁蹄下,用坚忍不屈的精神

维拥这新兴的实业.[３５]抗战胜利后,江浙地区养蜂

业已濒临破产,江浙养蜂协会战前百余家会员,战后

仅有４０余家留存.其次从国际环境来看,蜂业发展

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期到３０年代中期,恰为世界经

济大萧条时期,由此带来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的降

低,基本排除了我国蜂蜜出口的可能性.再次,从内

部需求来看,蜂蜜在我国自古以来“是历代帝王的贡

品,唯帝王独享”[３６],在基层认知度极低,而民国时

期农民的经济收入使他们大多数生存资料支出被用

于粮食购买上,糖分摄入在饮食中所占比例很小,加
之我国近代食品工业发展缓慢,蜂蜜商品化程度极

低,种种原因造成蜂蜜销售不畅的局面.白蜜价格

在１９３３年为每担３０余元,到当年年底仅为２０余

元,１９３４年产蜜量有所降低,但因去年陈蜜积压,本
应上涨的蜜价并未发生相应变化.蜂蜜销路受阻,
地方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
政府也曾出台某些针对性措施,但在客观经济社会

条件限制下,蜂业颓势已无法扭转.养蜂者不断降

低的投资信心使其转而投向贩蜂,或者焚毁蜂具,抽
身退出.蜂业在北方乡村基层影响较大,期间甚至

出现了卖自家牲畜购买蜂群,以饲养蜂群多寡来衡

量贫富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现象,但其在南方的影响

并未达到和北方相同程度,这不但造成了产业格局

的不合理和不平均,也限制了蜂业在全国范围内传

播.在庞大农业人口中,蜂业影响甚微.据１９３５年

统计,全国蜂业的从业人群只占总农家的３．５％,在
养殖业落后于养蚕、渔业,位列末尾,在整体副业中

列倒数第二位[３７].
新中国成立后,大量苏联良种蜂群的引入及其

先进的养蜂经验的引介,为我国蜂业再次腾飞提供

了宝贵契机,而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三农问题的进一

步重视,不仅让基层农民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也
使得养蜂从业者队伍日渐壮大,这同时标志着以科

学技术为导向,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新型蜂业

在我国的兴起.在产品销售及资金投入方面,养蜂

从业者较民国时期更加理性,且养蜂技术及装备也

更为先进,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养蜂仍有不

足,具体可表现为生产方式多以家庭小范围饲养为

主,生产效率较低,产品质量及安全问题突出等现

象.这与民国时期蜂业发展状况存在诸多相同之

处.而受经济社会客观条件的限制,政府及民众对

于上述问题的应对不力,也是民国蜂业危机的主因

之一.为了避免此种情况的再次出现,甚至恶化.
我国政府应在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养蜂合作化组织

建立等方面多管齐下,对蜂业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及

统筹安排.同时社会人士、民间团体及科研机构等

也要加强自身参与程度,只有将养蜂业真正变为关

系社会各阶层人群切实利益的广泛性、全民性行业,
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

与政府直接投入大量资金,开办国营试验场进

行育种,并由地方性农业部门加以免费分发推广的

美棉美麦引进事业不同,民国政府除发布提倡、保护

和监管法令外,官方机构并未成为蜂业发展的倡导

主体,而是在民间力量身边扮演了辅助性角色.奖

惩力度和前后执行方式的不一致,个别官吏的水平

０２１



第４期 王　晨:中国近代对养蜂业的倡导与监管———基于１９１４－１９３７年资料的分析 　

低下也是民国政府管理不力的诱因.如在松江的蜂

业纠纷中,县公安局在未了解实际情况下即派警察

弹压,不但未使风暴平息,还使矛盾更加激化,乡民

不但“口呼烧毁蜂船,打警察抢械等口号,来势汹

涌”,还对相关人员“紧追不休,且连呼捆打警察抛投

河中”[３８],警察不得已只能狼狈逃回,现场遗失大量

军帽刺刀大衣武装带证章等物.而时任松江县长的

金应章处理就较为得当,他在安抚乡民的同时,拨给

华绎之公司一块公有土地作永久蜂场,以之为间接

赔偿.民国政府对相关政策的受众群相对模糊.转

地饲养法在民国时期一般为大蜂场所采用,民国政

府发布的保护法令对一般个体养蜂者意义不大,同
时还加剧了两者因争夺蜜源植物所造成的矛盾,而
对于转饲地农民生活方面的影响,政府也并未督促

蜂场建立相关的经济补偿机制,也从未遵循国际惯

例,对过度转地饲养进行限制.对于蜂群进口,其检

验政策流于形式,效率极低,一些蜂群被视为一般货

物,甚至在海关内幽闭１０余日才得放行,期间蜂群

死亡无数,养蜂者损失很大.根据农业经济学观点,
政府在直接间接支持农业发展的同时,应为保护本

国农业免受市场冲击而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
而在市场调节失灵的条件下,政府及时予以干预.
民国政府对发展蜂业对农村经济的作用,始终持谨

慎态度,所颁布的政策也大多不切实际.对于蜂业

发展动态,对蜂业的产供销等诸多方面也缺乏持续

关注,在全行业濒临破产之时,才出台数个相关法

令.而地方性的蜂业维护和监管办法出台时间则更

晚(几乎均为１９３３年之后出台),收效也不甚明显.
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政府关于蜂业规范管理的探索一

直处于实践阶段,缺乏前瞻性和同一性,截止抗战

前,政府也并未使相关法律体系化和系统化.同时

对于蜂业产品的销路,政府未曾实行过类似统购包

销的政策,也未建立起配套的食品和药品加工的产

业部门.受到昂贵资本、低劣蜂种、落后养蜂技术的

影响,我国所产的蜂蜡,蜂蜜等产品与美国、日本为

代表的养蜂大国相比,并无品质和价格优势,更不能

在糖业领域,与以英国太古公司为代表的,具有高度

工业化及市场化的垄断组织相抗衡.当然,以上种

种情况,也和近代养蜂事业出现未久,民国中央和地

方政府的决策层缺乏相关农事的管理经验,中外信

息交流闭塞,难以借鉴西方先进经验的客观情况息

息相关.可以说政府角色的缺失及不作为是民国盛

极一时的养蜂业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相关部门出台了«全国养蜂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养蜂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政策来

加强对养蜂业的关注,但在专项资金及款项的拨付

及补贴上,仍有不足.长此以往,仅依靠民间力量来

从事经营、抵御风险的养蜂业,其发展必将踟躇不

前.在我国三农问题日益重要的背景下,国家应该

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特别是资金方面的支持力度,
使国家力量真正成为养蜂业发展的坚实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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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ModernGovernment’sAdvocacyandSupervision
onIntroductionofBeeke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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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ofChineseModernHistory,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Hubei,４３００７９)

Abstract　BeekeepinginChinahasalonghistory,butitdevelopsslowlyintraditionalsociety．DurＧ
ingtheLateQingdynastyandtheEarlyRepublicofChina,beekeepingindustryhasbeguntoflourish
andafterservalstagesofdevelopment,itbecameacommonpracticeinlargeareasofsouthernandnorthＧ
ernChina．Thegovernmentandtheordinarypeoplebothregardeditasanimportantwaytorehabilitate
agricultureandbecomerich．Butowingtomanyproblems,beekeepingupsurgehascomeintodeclining
afterafewyears．ThegovernmentoftheRepublicmadeseveralcorrespondingpoliciestostrengthenthe
advocacyandsupervisionofbeekeepingindustry,andsomesignsofapiculturerecoverycouldalsobe
seenduringthattime．However,becauseofinadequateinterventionandthechangesofinternationaland
domesticsituations,theapiculturewasstillindepressionuntilthefoundingofnewChina．BasedonbeeＧ
keepinghistory,agriculturaleconomicsandotherrelatedideologies,thispaperpointsoutthattoday’saＧ
piculturedevelopmentmustrelyonfortificationofgovernmentsupervision,improvementofbothdeep
involvementofvarioussocialstratapeopleandtechnicallevelandexpansionofmarketaswell．ThereＧ
fore,areasonablemodernizationproductionstructurecanbebuilt．

Keywords　ruralsidelinedevelopment;introductionofalienspecies;apiculture;government’s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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